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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和
对外直接投资

张相伟　龙小宁

摘要：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既契合东道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诉求，又利于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实现双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了一个境外合作区与“一带
一路”及“五通”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境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数据，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
作区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更利于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而且，境外经贸合
作区对中国ＯＦＤＩ的影响与各种环境条件之间呈多重关系：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影响与东道国制度水
平及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呈互补关系，另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作用与东道国的“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和资金融通”之间则呈替代关系。该发现对如何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来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五
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固然可以帮助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
设施、贸易增长和金融发展等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实现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等目标；但东道国良
好的制度质量和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仍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是亟须提前完成之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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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
增长。２０１５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当年吸引外资量，表明中国产业开启了以主导者的身份融
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新时期①。境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仍有较大差距②。为更好地
实现投资便利化，近年来中国与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和全
球多边投资协定。然而，数目繁多、内容烦冗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并未能有效解决中国企业境外
投资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和日益上升的成本等问题。
为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分享中国工业化经验，中国政府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产业园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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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成功经验①，自２００６年正式提出在境外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②。与短期内难以有效执行的贸易

和投资协定相比，境外经贸合作区能更灵活地依靠两国政府之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以“特区”的形

式有效保护企业在经济和制度水平相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安全。同时，合作区内企业还可以享受东道

国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以及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③，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

由于契合所在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诉求，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合作模式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

广泛认同，影响力和作用日益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

显，被商务部定位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文简称“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更提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

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境外经贸

合作区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也新增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定义及合作区类型的统计界定标准”。截至２０１９
年年底，中国企业在建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１００多家，累计投资４１９亿美元。其中，８２家分布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额占比达８３．５％，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３０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

岗位３２万个④。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能矿资源和农产品加工型领域，以加工

制造、资源利用和商贸物流型为主，科技研发型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注重成本和资源因

素，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对科技研发型合作区的建设日益重视，合作区正向更加多元化和高级

化方向发展，出现了科技合作园区、高新技术合作区等形式⑤。相对于２０１３年，商务部２０１５年关于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最新考核文件，重点支持类型也增加了科技研发型。然而尽管境外经贸合作区

所倡导的产业集聚和产能转移已初现成效，但也存在园区规划不合理、产业定位不明确、产业与东

道国实际需求不契合、融资难、投资环境欠佳、专业人才匮乏以及运营模式和发展不可持续等

问题⑥⑦。

互联互通被视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自２０１３年起互联互通建设成效显著⑧。政策沟通方面，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中国已与１４０个国家以及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了２０６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贸易畅通方面，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中国已与５１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与６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占中

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２９．１％，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存量占中国总存量的比重达７．８％。设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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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处２０１９年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承载凝聚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发展经验的重要平台”。

卢进勇和裴秋蕊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划分为发展三个阶段，２００５年前为企业自主自发建设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为政府主导、

企业申办阶段，２０１４年后为企业自建、政府扶持阶段。参见卢进勇、裴秋蕊：《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国
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中国政府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政策支持文件详见近年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政府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支持政策措
施”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等文件。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祁欣、杨超：《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若干问题探讨与建议》，《国际贸易》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胡江云、赵书博、王秀哲：《“一带一路”构想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研究》，《发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刘洪愧：《“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赋能新发展格局的逻辑与思路》，《改革》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北京大学课题组测算了２０１８年融入“一带一路”的９４个国家的“五通”水平，并分为“畅通型”“连通型”“良好型”“潜力型”

和“薄弱型”五个等级，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向好，互联互通水平平均达到“良好型”等级；各“通”发展水平
差异显现，“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得分较高；国别差异突出，东南亚和中亚及蒙古位居前列。ｈｔｔｐｓ：／／ｏｃｅ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ｉｎｆｏ／１１６５／３０７７．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０日。



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作重要目的地，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新签合同额年

均增长１０．２％。资金融通方面，中国持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金融多边合作，截至２０２０年年

底，已与２８个国家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①。

然而，尽管境外经贸合作区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但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

带一路”建设作用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量化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学者们主要关注了境

外经贸合作区的产生背景、发展现状和特点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②③。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

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平台，有效地发挥了规避贸易摩擦、降低生产成本、转移过剩产能、促进中国

装备出口等作用④。但是，由于受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等因素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

设进展较为缓慢，存在因定位不清而造成的大量重复建设现象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部分学

者开始关注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关系，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讨论方法阐

述“一带一路”构想下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意义⑥，以及分析其建设现状及可持续发展问题⑦⑧。也

有少数学者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了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企业对外出口⑨。

尽管“五通”在《愿景与行动》中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境外经贸合作区也被视为实

现“一带一路”建设“五通”的重要途径，但鲜有文献量化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实现“一带一路”建设

中“五通”目标的影响，更缺乏用以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实现“五通”目标影响的统一理论框架。本

文拟基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内涵、特点以及发展现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境

外经贸合作区与“五通”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境外经贸

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以及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弥补现有文献的空白，为未来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

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提供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如下：一是首次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并实证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

带一路”建设中“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之间的关系；二是以中国对东道国投资的

企业个数作为因变量，更能识别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三是探究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不同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对外直接投资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由中国政府与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谈判签订协议，由东道国在协议所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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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范围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的特殊区域①。境外经贸合作区本质上是
中国与东道国在有关限定区域内建立更加紧密双边经贸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是双边政
府间的高层次合作，是以政府间协作为前提，以两国优惠政策为依托，具有双边互利互惠特征的中国
企业跨境投资建设的经济开发区②。

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双边之间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促进双边间经济
合作与发展③。而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基本保障④，东道国税收优惠和准入限制
放宽等政策能为企业提供便利和降低成本，为外资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⑤。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
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为中国境外投资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具有降低企业投
资风险的作用，进而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因此，提出理论假设 Ｈ１：

Ｈ１：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

由于中国已建成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该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企业难以在
该地区获得先进的技术资源，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东道国的市场和资源。因此，提出理论假
设 Ｈ２：

Ｈ２：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与“五通”

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中国在建
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１１３家中８２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
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小也可能
存在差异。故进一步提出理论假设 Ｈ３：

Ｈ３：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

如前文所述，“互联互通”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并特别强调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在实
现互联互通中的作用。为更加深入地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五通”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基于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提出分析框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与约束，包括经济、法律、合约等正式
规则以及意识形态、文化为基础的认知规范等非正式规则⑥。根据制度的演化时间，制度可分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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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首先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稳定、资源互补、外交关系良好的国家进行协商，确定基本的扶持政策。然
后中国商务部再向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或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公开招标，并在建设过程中对牵头企业的规划和实施进行实
时监督和定期考察，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关于国家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支持，详见２０１０年国家商务部出台的《中
国政府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支持政策措施》。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ｔ＿ｊｗｊｊｍｙｈｚｑ／ｓｕｂｊｅｃｔｎ／２０１００４／

２０１００４０６８６９３６９．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０日。

赵晓晨、韩瑞、李青：《天津民营经济的贡献及发展途径新探》，《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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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３４（３），ｐｐ．２２７２４１．
Ｍｅｙｅｒ　Ｋ．Ｅ．，Ｎｇｕｙｅｎ　Ｈ．Ｖ．，“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ｅｔｎ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４２（１），ｐｐ．６３９３．
Ｎｏｒｔｈ　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１８（１），ｐｐ．１４２１４４．



层次①：第一，风俗、传统、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没有明文规定或法律保护的非正式制度；第二，宪
法、法律、司法、产权、政体等正式制度或博弈规则；第三，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等治理机制；
第四，基于市场等的具体资源配置机制等。而每个层次制度变迁的时间不同，从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
的制度演化所需要的时间逐渐减少：非正式制度的演化至少需要上千年；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基本制度
环境为基础，比文化和社会基础（第一层次）发生得更快，但其变化仍相对缓慢，周期大致在１０ １００
年；第三层次制度的形成时间则较短，通常需要１１０年；第四层次的市场等资源配置制度形成时间最
短，当前即可形成。
基于上述视角，本文将“互联互通”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

“五通”分别归结为不同层级的制度目标，其中“民心相通”属于第一层次的非正式制度，“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则属于第三、四层次的经济制度。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替代性
制度的安排，是“政策沟通”的成功范例，因此也属于第三、四层次制度。另一方面，东道国的政治参与
度、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腐败控制和法治规则等基础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则属于第二层
次的正式制度。

鉴于更底层制度是高层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低层级制度对高层级制度是互补的关系，而同一层
级多种制度之间则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基于制度演化理论以及各种制度之间关系的规律，提出假设

Ｈ４和 Ｈ５，以描述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五通”之间的关系。

Ｈ４：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东道国基础性的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及“民心相通”呈现互补
关系②。

Ｈ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呈替代关系。
换言之，东道国基础性的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的水平是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建立与发展的前提

条件；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可以通过为东道国提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替代渠道来作为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机制：

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与设施联通。中国在东道国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了完善的基础设
施，合作区开发企业入驻东道国时不仅进行了与产品自身生产密切相关的厂房建筑和公共设施的建
设，还推进了东道国通路、通电、通信、通排水、通给水、平整土地等“五通一平”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
设③，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弥补了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不足。而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
于形成集聚经济，降低运输成本和协调成本④，以及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和加强资源整合能力，从而吸
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⑤，特别是高度依赖物流服务的行业⑥。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内建立的基础设
施起到了设施联通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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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ｒｉｓｔ，２０００，３８（３），

ｐｐ．５９５６１３．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包括旅游活动、科教交流和民间往来等活动，强调了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
解和传统友谊，反映了国家间社会和民意基础。境外经贸合作区可通过员工培训、员工参加公共活动等增进民心相通。

但是由于民心相通深受当地文化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促进民心相通的一种方式，其建立对民心相通可能起到一种补
充作用，并不能完全替代民心相通。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
展报告》，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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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５４（１），ｐｐ．１２５１４４．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３１（２），ｐｐ．７９９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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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与贸易畅通。与其他相关的投资贸易协定相比，境外经贸合作区针对性
强，相对灵活，更加契合东道国的产业诉求和经济发展要求。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首先是由中国商
务部牵头与中国资源优势互补、政治经济关系良好的目标国商议，确定基本的扶持政策；之后，以公开
招标的形式面向具有一定实力的中国大型企业招标；最后，中标的牵头企业与目标国签订更加具体的
政策支持协议，在中国政府的监督和扶持下建设园区，吸引中小企业入驻；此外，建设完成后还需要接
受中国政府的考核。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助于入区企业抵御境外投资风险，增强与当地政府博弈
的话语权①，通过规范协调法律法规，消除投资过程中机制性障碍，提高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起到替代其他双边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从而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境外经贸合作区与资金融通。境外经贸合作区吸引中小企业“抱团”入驻而形成产业链比
较完整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实现集群内的企业信息共享，降低企业之间的交
易成本，促进企业合作，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②。产业集群还有助于改善集群内企业所面临的履约环
境和融资环境③④。而融资约束和企业生产率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⑤。东道国和母
国金融发展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影响企业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⑥⑦。面对中国和东
道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东道国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减少其所面临的融资制度约束。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假设和已有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ｔ＝Ｃ＋αｌｎＧＤＰｉ，ｔ －１＋βＴＣｉ，ｔ－１＋γｌｎｄｉｓｔｉ＋θＸｉ，ｔ－１＋μｔ＋ξｉｔ （１）

其中，ｉ为东道国，ｔ为年度；Ｙｉｔ为中国第ｔ年在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ＴＣｉ，ｔ－１为自变量境
外经贸合作区。此外，为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五通”之间的关系，本文还构造了境外经贸合作区与
东道国制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孔子学院等交互项；ＧＤＰｉ，ｔ－１为ｉ国ｔ－１年ＧＤＰ；ｄｉｓｔｉ为中国与
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Ｘｉ，ｔ－１为其他控制变量；μｔ为年度固定效应，用于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
波动；Ｃ代表常数项，ζｉｔ为随机误差项⑧。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以中国在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来衡量境外直接投资，其原因如下：一
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由国内投资经验丰富且实力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牵头建

立，进行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帮助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近年来也确实看到越来越多中小型民营
企业“走出去”。因此，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更能体现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二
是中国境外企业名录数据库信息丰富，利用此数据可以考察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不同投资动机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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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兵、谢心荻、张禹：《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效应评估———基于东道国视角》，《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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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８４（１），ｐｐ．１１２１２３．
龙小宁、张晶、张晓波：《产业集群对企业履约和融资环境的影响》，《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王碧珺、谭语嫣、余淼杰：《融资约束是否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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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伟、龙小宁：《中国境外金融机构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由于对于各东道国而言，中国每年ＧＤＰ相同，在年度上的差异亦被年度固定效应所控制。因此，该变量略去。



影响。

２．核心解释变量。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二元变量，即如果中国ｔ－１年在ｉ国开始建设境外经贸合
作区，其值在ｔ及ｔ年之后为１，否则为０。

３．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中国是否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因素，以及
东道国市场、资源、技术水平和制度质量等东道国因素①②。其中，分别采用东道国ＧＤＰ规模、人均

ＧＤＰ和ＧＤＰ增长率测度企业市场寻求型动机，以东道国矿石和金属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衡量企业资源
寻求型动机，以东道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表示技术寻求和技术开发型动机。并采用东道
国监管质量、法律质量、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以及话语权和问责制等六个指数的平均值衡
量东道国制度质量③。

（三）数据来源
囿于数据限制，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数据来源如下：ＯＦＤＩ项目信息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

站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库④；境外经贸合作区数据手工收集于中国商务部和各省商务厅
以及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官网；ＦＴＡ和ＢＩＴ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服务网和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ＣＴＡＤ）数据库；东道国ＧＤＰ、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资源、技术水平以及制度质量数据分别来源
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和 ＷＧＩ数据库；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ＣＥＰＩＩ数据库；文中东道国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
等宏观经济变量的绝对量指标，均利用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美元ＧＤＰ平减指数进行了价格平减。

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基本估计结果
基本回归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第（１）和第（２）列样本区间分别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⑤，第（３）、（４）和（５）列分别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市场寻求型、资源开发型以及技术寻求和技术
开发型等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企业的异质性影响⑥。
表１研究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理论假说 Ｈ１得

到了验证。即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灵活地运用中国政府与
东道国之间稳定的政治关系，为中国企业提供了 “走出去”平台。
现阶段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利用型的

企业中，而对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理论假设 Ｈ２，虽然中国境外
经贸合作区具有鼓励高新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意图，但由于其目前还处于初级建设阶段，并且主要分布
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企业难以在该地区获取先进技术。同时，也表明在“一带一路”背景
下，境外经贸合作区正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基于正在形成的经济网络空间、资源整合、人

５８

“一带一路”倡议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对外直接投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Ｐ．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３８（４），ｐｐ．４９９５１８．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世界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篇幅所限，主要变量统计性特征与分析未列出，作者备索。

该数据库包含了中国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在商务部备案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信息，包括核准证书编号、东道国、境内投资主体
名称、境外投资企业名称、境内企业归属省市、境外企业经营范围、核准日期等７个指标。２０１４年之后该数据库不再公布

境内企业归属省市、境外企业经营范围、核准日期等信息。故本文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年。

遵照审稿人建议，由于我国自２００６年开始正式提出在海外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故本文进行分样本检验。

本文将企业经营范围含有开拓市场、产品销售等关键词的企业归为市场寻求型；将经营范围含有矿产资源开发、石油和天
然气勘探、森林采伐等与东道国资源开发相关的企业归为资源开发型；将经营范围含有技术研发、产品研发等有关高科技
类型的企业划分为技术寻求和技术开发型。对于依据企业经营范围的关键词不能归类的企业，本文根据企业名称和经营
范围，利用互联网查询企业资料，进行综合判断，手动逐条归类。



力资本、市场开拓等新的地缘、资源、人口和主体等比较优势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业

合作。

其他变量估计结果也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其中，双边之间距离成本阻碍了中国对东道国的投

资；东道国ＧＤＰ规模和增长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的动机；东道国人

均ＧＤＰ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劳动力成本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投资条款，而且其投资条款相对于双边

投资协定更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良好的制度水平是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东道国高科技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符号为负，表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具有一

定程度的技术开发型动机②。

表１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基本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样本区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样本区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市场寻求型 资源利用型

技术寻求和

技术开发型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Ｃ
０．５１０６＊＊＊

（０．１２００）
０．３５７５＊＊

（０．１４１０）
０．３８９４＊＊＊

（０．０９００）
０．３９１７＊

（０．２０９３）
０．０９３９
（０．１０９４）

ｌｎｇｄｐ
０．３４７６＊＊＊

（０．０３８３）
０．３８８６

＊＊＊

（０．０４１８）
０．３３４４＊＊＊

（０．０３４７）
０．１１０８＊＊＊

（０．０２３１）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２３９）

ｌｎｄｉｓｔ
０．５８９８＊＊＊

（０．１４６０）
０．５９８０＊＊＊

（０．１５８４）
０．５６０１＊＊＊

（０．１２９８）
０．１８２２＊

（０．０９９０）
０．２５２１＊＊＊

（０．０８０８）

ＢＩＴ
０．０１３４
（０．１１３６）

０．０３０６
（０．１１９３）

０．０２２４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７８９）

０．１１１８
（０．０９４３）

ＦＴＡ
０．６９２７＊＊＊

（０．１６５４）
０．７３２４＊＊＊

（０．１６０２）
０．５７１３＊＊＊

（０．１６００）
０．５６０１＊＊＊

（０．１７０４）
０．１２３５
（０．２１０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３５６＊＊＊

（０．０６５４）
０．２９２５＊＊＊

（０．０６６８）
０．２３１３＊＊＊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２３７）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６）

ｈｉｇｈ＿ｅｘｐｏｒｔ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７）

６８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高丽娜、蒋伏心：《“新比较优势”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东道国技术对中国ＯＦＤＩ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技术寻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ｅｋｉｎｇ）表明国际资本是以获取东道国技术为目

的的，这种技术寻求动机和“技术溢出”假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技术开发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意味着企业 ＯＦＤＩ
行为是为了利用其技术优势，这种动机可以利用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解释（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８１）。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Ｎ．，Ｌｏｖｅ
Ｊ．Ｈ．，“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０３，７１（６），

ｐｐ．６５９６７２；Ｄｕｎｎｉｎｇ　Ｊ．Ｈ．，“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１９８１，１１７（１），ｐｐ．３０６４．



续表１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样本区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样本区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市场寻求型 资源利用型

技术寻求和

技术开发型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０．１９９５＊

（０．１０９４）
０．２４２１＊＊

（０．１１９１）
０．２０２４＊＊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３）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４８６）

Ｎ　 １５４０　 １０９５　 １５４０　 １５４０　 １５４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显著。所有回归结果的时间固定效应和常

数项均未报告，作者备索，下表同。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与“五通”

１．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表２报告了境外经贸合作区
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其中，第（１）（４）列为分样本回归，第
（５）列为交互项总样本回归。从表２的估计结果可知，境外经贸合作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
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大一些，但交互项结果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带一路”与其他国家之
间促进作用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就目前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促
进作用尚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２ 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一带一路”沿线 其他 全样本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Ｃ
０．４７６４＊＊＊

（０．１５０４）
０．４５１６＊＊＊

（０．１６３５）
０．７０７１＊＊＊

（０．１３３０）
０．６２９２＊＊＊

（０．１３５８）
０．６６０４＊＊＊

（０．１３１４）

ＴＣ＿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０．２７４１
（０．２０１６）

ｌｎｇｄｐ
０．４７８３＊＊＊

（０．０６７６）
０．４９５４＊＊＊

（０．０８９４）
０．２８９０＊＊＊

（０．０２９９）
０．３３６２＊＊＊

（０．０４０８）
０．３４７５＊＊＊

（０．０３８３）

ｌｎｄｉｓｔ
２．２２３７＊＊＊

（０．２５５１）
１．７９９６＊＊＊

（０．２３８５）
０．７８４４＊＊＊

（０．２２６６）
０．８２７０＊＊＊

（０．１９９３）
０．５９６４＊＊＊

（０．１４６２）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３０　 ５１１　 １３７７　 １０２９　 １５４０

　　注：控制变量包括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以及东道国人均ＧＤＰ（ｌｎｐ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ｇｄ－

ｐｇｒｏｗｔｈ）、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技术（ｈｉｇｈ＿ｅｘｐｏｒｔｓ）、制度质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下表同。

２．境外经贸合作区、“五通”与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间的交互影响，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
响是否与东道国基础设施、双边经贸关系、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东道国孔子学院数量相关。其中，采用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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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法，将东道国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的多维变量分别降为一维的评价指数①；贸易畅通的水
平则通过中国与东道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与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来衡量，民心相通则用
中国在东道国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衡量。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第（１）、（２）和（３）列分别为全部
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和其他国家样本②。
表３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水平与境外经贸合作区之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

与东道国的基本制度水平之间呈互补关系，即良好的东道国基本制度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国对
东道国投资的必要条件，验证了理论假设 Ｈ４。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东道国的政治民主度、政权稳定性、
政府效率、监管质量、腐败控制和法治规则等基本的制度水平，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替代性的
制度安排，属于更高层次的制度等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理论，更高层次的制度需要以
较低层的制度为基础，二者之间呈互补关系。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东道国金融发展之间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形

成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缓解园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助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③；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双边间的经贸协定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基础设施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
认为原因在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与“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是处于同一层级的制度，而同一层
级的制度可以相互替代，而“民心相通”相对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属于更底层的制度，两者具有互补的
关系。
在全样本和其他国家样本中，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东道国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与前文假设并不一

致。其原因可能为相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道国本身的基础设施已
经比较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替代作用不明显，更多的起到一种补充作用。
综上所述，以上估计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 Ｈ４和 Ｈ５。即东道国良好的制度质量和“民心相通”是

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国外直接投资的基础，而境外经贸合作区能通过弥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
施、金融发展和贸易畅通的不足，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表３ 境外经贸合作区、“五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变量

（１） （２） （３）

全样本 “一带一路”沿线 其他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Ｃ
０．７７４２＊＊＊

（０．１７３０）
１．９４６１＊＊＊

（０．３０２７）
０．６８１２＊＊＊

（０．０７６３）

ＴＣ＿ｉｎｓｔｕｔｉｏｎ
０．３６３１＊

（０．１９４５）
２．０３３１＊＊＊

（０．３６１９）
０．２２６０＊＊＊

（０．０８２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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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础设施评价指数包括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每百人）、移动蜂窝式无线通信系统的电话租用（每百人）、航空运输货运量
（百万吨 公里）、城市改善的水源（获得改善水源的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分别包括金融发展深度，采
用流动性负债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金融系统的效率，利用银行信贷占其总存款的比重表示；银行系统规模，用储蓄货币
银行资产占中央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表示银行系统规模；银行系统效率用Ｚ值（Ｚ－ｓｃｏｒｅ）表示。

由于样本期间非“一带一路”国家间没有同时存在ＦＴＡ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国家，因此，表３第（３）列没有报告境外经贸
合作区与ＦＴＡ之间交互项的估计结果。

笔者到天津泰达境外经贸合作区调研时，曾听到境外经贸合作区帮助企业融资的案例。



续表３

变量

（１） （２） （３）

全样本 “一带一路”沿线 其他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９４８）

０．１４２４＊＊＊

（０．０５４３）

ＴＣ＿ＢＩＴ
０．２０４０＊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６１１
（０．１４５２）

０．１３６９＊

（０．０７８３）

ＴＣ＿ＦＴＡ
０．３９６７＊＊

（０．１７０３）
０．８３５８＊＊＊

（０．１４７６）

ＴＣ＿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８５）

０．１７５７＊＊

（０．０８０１）

ＴＣ＿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２７０２＊＊

（０．１１７８）
０．３２０２＊＊＊

（０．０９４９）
０．５８６３＊＊＊

（０．０７７８）

ｌｎｇｄｐ
０．３７４４＊＊＊

（０．０４１０）
０．４７８０＊＊＊

（０．０８０１）
０．３４３５＊＊＊

（０．０４６５）

ｌｎｄｉｓｔ
０．５０９３＊＊＊

（０．１３７５）
１．７７０７＊＊＊

（０．３０９８）
０．６４２７＊＊＊

（０．１５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０５８　 ３７８　 ６８０

（三）工具变量检验
前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缓解了模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由于存在反向因果

关系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但模型中还可能存在同时影响企业到东道国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对外
直接投资的遗漏变量，而造成模型内生性问题。因此，为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中国与东
道国是否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工具变量，重新估计上述模型①。工具变量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工
具变量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二是与方程的扰动项不相关。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是由中国政
府与外交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而建立的产业园区，因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中
国与东道国是否建立外交关系密切相关。而中国是否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多种因素相关，与中
国是否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并不无直接关系，故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即使克
服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仍与前文一致。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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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闫雪凌和林建浩的做法，本文也采用了东道国曾经或现在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
和相关性，一是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是由中国政府与外交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而建立的产业园区。

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现在或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持良好的传统友谊是中国高层外交重要的
政治考虑之一。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与东道国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密切相关。二是东道国现在或曾经是否是社
会主义国家与多种因素相关，与中国是否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外生性。采用该工具变
量的估计结果仍与前文一致，因此，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具体结果备索。参见闫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表４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全样本
“一带一路”
沿线

其他 全样本
市场

寻求型

资源

利用型

技术寻求

和开发型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ＴＣ
８．８７６９＊＊＊

（２．６３９２）
５．３２３６
（４．４６０７）

１１．８４９９＊＊＊

（３．４３０１）
１７．１０４３＊＊

（６．６８７９）
６．７３３８＊＊＊

（２．０６７５）
４．８２５５＊＊＊

（１．５５８２）
２．６７９４＊＊

（１．０５７５）

ＴＣ＿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１６．０５６１＊＊

（６．４０２０）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６１５
（０．８６８８）

１．６２０２＊＊

（０．７５６６）
２．４８３０
（１．７５２９）

１．９８８６
（１．５９３８）

０．２８１１
（０．６８０６）

０．１２８８
（０．５１２９）

０．５２０４
（０．３４８１）

ｌｎｄｉｓｔ
１．２４６９＊＊＊

（０．１９８５）
０．５５７９
（０．３６１７）

１．７３５９＊＊＊

（０．３１６１）
１．４６１１＊＊＊

（０．２９４７）
１．１８３５＊＊＊

（０．１５５５）
０．５７６３＊＊＊

（０．１１７２）
０．５９３５＊＊＊

（０．０７９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５３０　 ５１１　 １０１９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换为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①，重新估计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从估计结果本文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对东
道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存在异质性，与前文结果一致，故
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５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一带一路”沿线 其他 全样本

ｌｎ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ｌｎ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ｌｎ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ｌｎｏ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ＴＣ
１．１０６５＊＊＊

（０．１６１３）
１．０４７２＊＊＊

（０．１８３９）
１．４７８１＊＊＊

（０．２４８３）
１．３５７１＊＊＊

（０．１９８８）

ＴＣ＿ｂｅｌｔ＿ｒｏａｄ
０．６０２６＊＊

（０．２６５４）

ｌｎｇｄｐ
０．８７１８＊＊＊

（０．１０７４）
１．０５６６＊＊＊

（０．１５９２）
０．６８７８＊＊＊

（０．２００１）
０．８８４２＊＊＊

（０．１０９３）

ｌｎｄｉｓｔ
０．１２１９
（０．３５５０）

０．１８９４
（０．４６１３）

０．２９４１
（０．７３４８）

０．０６１８
（０．３６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３０４　 ９２４　 ３８０　 １３０４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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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本文将样本区间拓展到了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年，但是由于数据限制，该数据未考察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不同对外直接投
资动机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承接点，契合所在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诉求，不仅成
为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有效平台，也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
产业布局的重要载体。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构架了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及“五通”之间关系
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境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五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作用。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在东道国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
资；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主要促进了市场寻求型和资源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境外经贸合作
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及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呈现互补的关系，而
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则具有替代作用。因此，尽管中国境外经贸
合作区可以弥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贸易畅通等方面的不足，但东道国良好的制
度质量和双边之间的“民心相通”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因此，本文具
有以下的政策启示：

首先，新一代经贸规则构建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构建途径和模式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或诸
边①。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经贸合作的新方式，正是一种基于政府间自愿合作、以市场运作为
主导原则的全球双边经贸治理规则，也正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其他
经贸治理规则相比，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双边政治外交关系，是中国企业合理规避
风险、依照市场规律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途径，尤其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正因为体
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根本原则，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不仅与当今世界
国际合作与经贸规则构建中的新趋势相契合，也可以较好地应对“一带一路”倡议所面对的挑战。

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遵循的原则和取得的成绩，应该可以为中国推动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
提供借鉴。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分别属
于不同层级的制度安排，各层级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境
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政策沟通成功的典范，与“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处于同一制度层次，对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具有替代作用。但另一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东道国的一种替代
性制度安排，属于更高层次的制度等级，需要以其他低层次的制度为基础。只有东道国具有比较稳定
的政治、文化、法律等正式的制度环境，境外经贸合作区才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东道国经济
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类似的，民心相通是处于东道国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之下最基础的制度
等级，故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更需要以民心相通为条件。民心相通作为最基础的制度安排，需要
较长的演化时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了推动“一带一路”“五通”目标实现的具体步骤：首先，应
推动“民心相通”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沟通”的途径优先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帮助东道
国在区域内实现“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并最终实现“五通”目标。

最后，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按照“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原则，已经颇有成效地实现了资源利用和市场寻求的投资目标。然而，尽管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也采用了科技产业园区的形式，但是对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和技术开发等动机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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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静霞：《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因此，需要继续探索更加有利于推动技术寻求与创新开发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并深入研究将境
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中国企业创新重要支点的可能性与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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